
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
                   ——基于官产学研混合博弈决策

朱建民,金祖晨

（天津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天津300222 ）
摘要：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对我国优化新常态产业体系，促进产业转型以及加强自生能力都起到至关重要的战略作用。为弥补在探究创新产业关键共性技术上主体分散单一且契合度不高等学术方面的不足，创新性地将Nash博弈理论与Elinor Ostrom的IAD延伸决策模型相结合，在建立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创新决策模型的基础上，以官产学研为主体提出假设，并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数据分析。实证结果显示:官产学研中任何主体进行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的行动决策与企业的最终计划显著相关；产业集群与企业是否创新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的意愿之间呈负相关；企业技术R&D感知程度和其是否创新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的决策呈正相关；企业的财力、物力和人力状况及对最终结果的预测度与企业是否创新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具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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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dustrial key generic technology plays a vital strategic role in optimizing new industrial system, promoting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strengthening endogenous capacities of China.In order to compensate for some academic deficiencies of explor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n the industrial key generic technology, such as the main dispersion and low fit.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Nash’s game theory with Elinor Ostrom’s IAD decision model and puts forward many hypotheses around the government-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on the basis of establishment decision model of the industrial key generic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inally, the author uses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 to analyze data.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Firstly, every action decisions of the government-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are related to the firm’s decision on industrial key generic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ignificantly[1]. Secondly, industry clusters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industrial key generic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Thirdly, firm’s R&D level of perception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wish about whether innovating industrial key generic technology or not. Lastly, firm’s financial, material and human resource conditions and predictive capability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corporate decision making of innovating the industrial key generic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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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典型后发国家，正处于追随优势有所减弱且创新的竞争优势还在培育的转型关键阶段。2014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明确指出，构建高效强大的关键共性技术供给体系，努力实现关键共性技术的协同创新和开放创新，是把关键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基础，是把握重点领域科技发展战略机遇的核心。但目前，我国产业各领域关键共性技术的创新能力却短绠汲深，且已显露出其市场供给主体失灵的局面。因此，及时深入研究创新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的影响机理，可以为建立健全我国技术创新机制、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和自生能力、促进可持续发展奠定扎实基础。

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将“关键技术”与“共性技术”相结合，是站在官产学研联盟的宏观角度，为多用户所用并对相关产业甚至全体产业的发展起到奠基或“瓶颈作用”的共性技术。但创新一项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的供给周期长且研究难度大，进而造成我国产业自主创新能力随之下降。尽管现有很多学者都在积极探究技术创新的相关内容，但是大多是基于企业自身技术研发或政府政策的角度，并且往往跳过关键共性技术创新这一基础问题来研究技术创新。为弥补此方面的研究不足，本文在着重以企业群为首要研究对象的同时从官产学研不同主体入手（为便于数据统计，本文中将研究院和高校研究机构等同看待），并结合Nash博弈理论提出假设与模型，就影响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的4个维度及其细化指标的比较相关性进行探讨[1]，为我国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给予理论和现实参考。

1   研究综述和内涵分析

1.1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理论基础

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原本是分别以产业关键技术和产业共性技术这两个相互关联的概念而独立存在。关键技术是指在各个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能提高产业竞争力、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适应发展趋势，在一定时间内具有重要商业价值并且会牵制整条产业链进步的“瓶颈”技术或技术点，例如：RFID标签技术、传感器技术、嵌入式系统等。针对共性技术，早在20世纪80年代便被Anders Granberg提及，他首次阐述了自然过程和因果联系合成了可以实现部分功能的共性技术这一观点[2]。经过深入的研究后，1992年美国经济学家Gregory Tassey[3]等提出“共性技术”的概念，指出共性技术是技术R&D的前提，建立产业共性技术的相关政策可以进一步降低研发风险。而我国国研中心的马名杰[4]按照共性技术对产业的重要性将其分为基础共性技术、一般共性技术和关键共性技术，其中对社会经济效益甚至整个国民经济影响最为突出的要属关键共性技术。在我国，关键技术协同共性技术的研发将成为优势产业和技术发展有机结合的有效方式。学者赵红梅[5]指出我国优势产业中特别是关键共性技术的研发还处于薄弱地位，尚不完善的关键共性技术界定标准和评价体系影响了创新的进程和研发人员的积极性，有必要在协同研发的整个进程中建立健全监督机制。黄刚等[6]认为培育并合理定位技术研发主体和制定关键共性技术中长期规划均对建设关键共性技术创新平台具有重要影响。此外，李纪珍等[7]认为市场经济上存在的诸多失灵现象主要根源要归结于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的失衡。陆立军等[8]指出高级研发人才不足是制约关键共性技术研发的主要瓶颈，而基础研究和基础性技术是制约关键共性技术研发的薄弱环节，提升官产学研联合研发模式的运行是改变现状的策略之一。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产业关键共性技术作为一个新兴概念，是以整合国家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的创新思维呈现的,它能够为开发产业链共性技术带来强劲推动作用，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经济发展的国家战略关键技术，亦可被视为开拓国家整体技术创新道路的一类关键平台技术。其显著特点是开放性、瓶颈性和必要性。开放性是指该技术会在短时间内被置于公共平台上，进而扩散到各产业中并为之共享运用。瓶颈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如果企业不能掌握当前主流的产业关键共性技术，那么其整体发展不仅会偏离市场，更有可能被市场所淘汰；另一方面则是指假定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始终维持现状不能得以创新，那么其余前沿技术的发展必将受到这一类关键性平台技术的牵制。必要性指该技术对提高我国自生能力和巩固国际地位等方面至关重要。实现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的创新突破与应用扩散，能更加有力地带动我国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更易培育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乃至新兴产业的诞生[9]。

1.2 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的创新战略

笔者在阅读张永伟的《从追赶到前沿》等书中后，将国内外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的战略大致概括为追赶型战略和前沿创新型战略。追赶型技术产业战略指在特定时期内，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沿着先进国家的技术产业发展路线，通过引进吸收再创新的战略和政策，达到同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水平相接近或持平的目的，但此战略中引进的大多为产业非核心显性技术，而创新主要在于工艺创新和组织创新。前沿创新性技术产业战略是指一国已有一些技术产业领域已经处于或者开始接近全球创新前沿，与追赶者角色明显不同，此时核心技术已经没有明确的技术目标可以模仿，政府减少干预，研发主要依靠本地的内生技术创新能力。

日本政府在二战期间采用追赶战略，在产学研联盟的基础上将半导体技术引进并创新后作为其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开发大规模集成电路，一度成功赶超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但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采取同样的战略在开发第五代计算机的时候，由于研发方向严重偏离市场应用的主流屡屡失败，最终导致日本IT产业极大地落后于欧美。因此，不同时期的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的本质属性是不一样的，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产业范畴，在一定历史时期里能促成创新突破的设定因素，也有可能在随后的历史时期里变成阻碍创新的僵化战略。因此，本文将立足于中国科技飞速发展、产业高度集群的社会背景下，基于官产学研角度深入探讨当前影响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并为实现从引进模仿向自主创新转变提出相应建议。

2  决策模型及博弈研究假设

Elinor Ostrom[10]的IAD延伸决策模型即制度分析及发展框架模型，致力于解决涵盖应用规则在内的外生变量并分析影响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中的静态和动态机理。它将具体行为分解成若干紧密联系的组成部分，使我们对具体问题进行综合细致的分析，为资源使用者提供一套能够增强信任与合作的制度标准，同时也能够为当前实施的体制标准提供科学的评价和完善[11]。随着学者们对奥斯特罗姆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的深入研究与改进,IAD延伸决策模型已作为分析各类共享公共资源因素的重要理论工具之一。


产业关键共性技术作为一类关键性共享技术，利用IAD延伸决策模型分析该类技术的创新机理是较为创新与合理的。笔者进一步将IAD延伸决策模型结合本文内容来看，若想进入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创新池塘，企业需先核查自身资产和发展状况并观望其他官产学研组织是否创新的决策状况，归纳合并已知信息并对创新目标进一步认知；在综合官产学研相互交错和企业理性经济的内外因素影响后，企业再决策是否创新以及采取何种方式开展或介入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创新，并通过感知差异进行动态反馈、修正，以便达成期望目标，如此循环往复。因此，将官产学研四维理念嵌入决策模型，全面剖析影响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的机理，在学术上不仅可行，更开拓了新的思维模式。

2.1 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创新中官产学研之间的博弈决策

   （1）官产学研任一主体创新。同产业领域的官产学研主体往往都面临着共同的产业关键共性技术需求，然而现实中，各个主体的决策几乎都选择了守株待兔、坐享其成，这是因为无论是政府、企业或是研究院均期盼着对方消耗资源来创新关键共性技术，等到技术扩散后，再利用自身有限资源集中开发其内部核心技术。

因此，官产学研作为非对立主体，在判定是否创新产业关键共性技术这个问题上往往陷入连市场也无法调节的失灵状态，也就是在博弈论中常常提及的“囚徒困境”现象。博弈分析如下：拟设某一个体要单独创新产业关键共性技术，那么它将支付开发成本[image: image1.wm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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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表示产业关键共性技术被共享后官产学研各自可获得的利益，且[image: image3.wmf]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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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将四维主体的混合博弈个体化分析，即假如大多数官产学研都采取“不创新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的策略，只有一个主体选择相反的决策，那么选择创新的唯一主体将得到[image: image4.wm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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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润；但是在外部环境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若唯一主体变换决策也不创新产业关键共性技术，那么就改变决策的唯一主体来说，其利润便从[image: image5.wm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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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该主体肯定不会改变策略。同理，也不会有其他任何一个个体愿意改变“不创新”的策略，因为一旦作出改变，其利润便会从[image: image7.wmf]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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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官产学研集群创新。将四维主体的混合博弈集群化分析，拟设官产学研中总共有[image: image9.wmf]n

个个体，他们全部进行产业关键共性技术为独立事件且概率均为[image: image10.wmf]P

。特定任一个体的决策为不创新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盈利、成本等条件同上），那么在混和博弈中会存在两种情况以不同概率影响着其预期盈利：一种情况是，外界所有个体也均不进行创新，记概率为[image: image11.wm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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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情况是，官产学研群体中存在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其它主体参与创新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的进程中，记概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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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此，可知官产学研内可参与到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创新这个进程中的数目增大（[image: image18.wmf]n

变大），任何一个主体进行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的概率将减少。这就意味着，随着产业集群规模的加大，单个主体进行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的愿望将越来越小。

    鉴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官产学研中任何参与者行动决策对企业开展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的决   

   策与意愿显著相关。

    H2: 产业集群对企业进行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的决策呈负相关。

2.2 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创新中企业自身状况及R&D感知状况的博弈决策

根据官产学研相互博弈的决策结果，笔者发现，参与或主导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的创新意愿较高、实力较强的通常是行业龙头或国家政府机构，他们通过自身地位、财力及创新团队等优势，在促进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的同时，引领了技术研发潮流，提供了信息互动平台。由此看来，市场经济越发激烈的竞争将导致企业间优胜劣汰的方式逐步演变为引导产业发展的技术竞争，而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在保证关键知识共享和共性技术均衡的同时，进而“催生”各个产业领域核心技术的快速创新，最终形成市场竞争促进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加快市场经济发展的螺旋上升局面。因此，创新决策与企业对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和自主技术的R&D敏感度密切相关。综上所述，我们假设：

    H3:是否进行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的决策与企业自身状况呈显著相关。

H4:企业感知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和自主技术的敏感程度与其创新产业关键 

   共性技术的意愿与决策正相关。

2.3 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创新与企业对最终结果预测程度的决策

创新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的目的是在短期可盈利或对长期发展有益的前提下，采取前沿创新技术战略，快速研发新产品、新工艺，引领世界技术的发展潮流，

以便为今后的产业进步和科技发展搭建优越的平台。但是，由于产业关键共性技术过快地外溢于“公共池塘”之中，将造成其领先优势和预期利益迅速演变为该领域甚至整个产业的共同技术和利益均分，这也使得部分企业将面临创新预期收益与最终结果相悖等不可避免的风险。所以，企业在作出“参与创新产业关键共性技术与否”的决策前，必须全方位地了解各类影响决策的重要因素，这其中包括：技术专利保护相关信息、盈利分配制度、创新战略规划等。有鉴于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5：企业是否愿意进行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创新与其决策前了解最终结果相关 

   信息的程度显著相关。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绘制出本文的决策概念模型，见图1所示。








图1  本文研究的博弈决策概念模型 
3   研究设计

装备制造业作为战略性发展产业是制造业的核心，它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提供生产技术装备，更渗透在各产业领域中并广泛涉及复杂技术和先进技术，是提高中国综合国力、实现工业化的根本保证[13]。笔者通过对2015年中国装备制造业百强企业相关数据研究发现,大多百强企业集中于沿海三大经济区，特别是集中于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如今京津冀已逐步发展成为我国制造业最为发达的示范区之一，其推行的八大优势产业已位列中国装备制造业总产值前五名。但目前，京津冀区域装备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对接和升级正面临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的瓶颈期，限制了该区域装备产业的发展。因此，本研究综合选取了方案切实可行且范围较广、具有代表性的京津冀装备制造企业作为样本。 

3.1  研究样本和数据来源

为确保实证研究样本的代表性和数据采集的可行性，本研究初选样本为笔者根据2015年京津冀地区装备制造企业百强榜单的官方数据，按照资产规模、地位和产品类别进行分类，再从各分类项目中运用随机抽样的方式筛选得出，由此得出的初选样本，其上下游产业链和科研院所等其他机构相对健全且创新成果更成熟且易衡量。调研正式开展之初，为取得较为完备的商业网络和科研成果信息，首先通过调研小组组织相关人员进行实地走访，考察企业的实际情况，说明调研目的并承诺信息的绝对保密，鼓励各企业积极配合调研活动，最终调研小组还会结合实际情况从上述初选样本中进一步评估出在实证研究中可行性较强且典型的企业作为最终研究样本。在最终的研究样本中，北京的装备制造企业包括电子通讯产业、高端装备产业、新能源制造等；天津的装备制造企业包括汽车装备制造、医药设备制造、电气机械等；河北以三大装备制造业基地为主导，包括金属制品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调研涉及的装备产品主要包括：工业机器人及机器人用先进材料、大型精密数控机床、新能源设备、高性能轻工机械、汽车装备制造、船舶及相关部件修造关键设备等。实证调研过程中，采取电子邮件和访谈两种方式，从与技术创新有关的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和研发人员获取相关数据。在数据回收末期，通过电话联系的方式鼓励还未提交问卷的企业在规定期限尽快填写并对积极配合的企业表达感谢。本次调研活动历时两个半月，共发放问卷450份，回收问卷404份，剔除填写不完整或内容无效的问卷13份，剩余可利用问卷391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6.89%[14]。表1对回收的数据做了初步整理，对调查样本在企业性质、规模等方面进行了归纳。从整体分布来看，调研样本尽可能做到了广泛化和典型化。

表1 样本企业的基本情况统计
	划分类型
	频数/次
	百分比/%

	企业性质
	国有企业
	146
	50.95

	
	合资企业
	117
	40.7

	
	民营企业
	24
	8.35

	企业规模
	少于100人
	47
	16.31

	
	100～300人
	67
	23.51

	
	300～800人
	55
	19.26

	
	800人以上
	117
	40.92


3.2模型的设定和变量的测量

拟设“企业创新产业关键共性技术与否”为二分类因变量[image: image19.wmf]B

，且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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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采取“创新策略”，[image: image21.wmf]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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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采取“不创新策略”。因为模型中的变量均为二分变量，所以在进行实证分析时采取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较为恰当合理。假定某一企业采取创新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决策的概率为[image: image22.wm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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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因素且相互独立，将影响因素的总和记作[image: image26.w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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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企业进行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的概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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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王建玲等[15]认为衡量某一企业的经营状况首先应测评其每年或每季度的经济收益指数及其经营运作过程中的安全指数，在上述两方面均符合指标的前提下，还应考虑该企业可流动资金的周转系数和在允许范围内的拓展业务指标。该领域专家李纪珍[16]提出技术的共享层次，认为共性技术可按其涉及的层次划分成3个角度，概括为企业内共性技术、产业间共性技术和产业内共性技术。此外，张清辉等[17]主要从资源整合能力、运营管理能力、R&D能力、产出能力这4个维度下细分指标，进而构建了产业共性技术开发平台框架模型，分析影响技术创新的主要机理。因此，笔者借鉴上述文献指标并结合本文上述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设计出测量指标。其中，对官产学研综合状况这一维度采用2个指标变量进行测量：（1）官产学研创新模式运行效果；（2）产业集群推动技术创新的作用。对企业状况这一维度采用6个指标变量来测量：（1）行业地位；（2）营运安全性（资产负债率）；（3）副高职称以上人才占研发人数的比重；（4）是否建立技术创新战略规划；（5）是否拥有国家或省级技术研发实验室；（6）获创新基金支持力度。企业技术R&D的感知程度这一维度选取4个指标变量来衡量：（1）现有技术水平，主要测评企业内主要产品涉及的共性技术水平和关键技术水平[18]；（2）阻碍R&D项目进程的重要机理，应从官产学研内外部动态环境中人力物力等因素综合考量；（3）技术创新的关注程度，主要测评企业内部主管、技术人员等重要职员对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开发的认知度和认可度；（4）申请专利状况，主要评估明星支柱产品待批准和已批准的自主知识产权数量。对于企业在决策前对最终结果信息的了解程度这一维度选取4个指标变量来衡量：（1）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的最佳格局的认知；（2）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创新项目的领头主体的预估；（3）研发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的主要方式；（4）保护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的主要方式。本文采用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相结合的方式来划分，定性指标运用了Likert的五点打分制，自变量的指标因素与因变量的预期方向等具体见测量量表2所示。

表2 影响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的指标量表
	影响因素
	自变量
	因变量预期方向

	外部综合

状况
	X1官产学研创新模式运行效果
	+/-

	
	X2 产业集群的作用
	-

	企业自身状况
	X3 行业地位
	+

	
	X4 营运安全性（资产负债率）
	+/-

	
	X5 副高职称以上人才占比/%
	+/-

	
	X6技术创新战略规划
	+

	
	X7 国家/省级技术研发实验室
	+

	
	X8 创新基金支持度
	+

	企业技术R&D感知状况
	X9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水平感知
	+/-

	
	X10阻碍R&D项目的重要机理感知
	+/-

	
	X11给予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的关注度
	+

	
	X12明星产品授予自主产权专利状况
	+

	对最终结果信息的了解程度
	X13技术创新的最佳组织格局认知
	+/-

	
	X14牵头主体选择
	+/-

	
	X15研发关键共性技术主要方式的信息
	+/-

	
	X16保护关键共性技术主要方式的信息
	+/-


3.3信度和效度的检验

实证分析最终能否付诸于实践，除了要保证数据的准确性，还要着重关注指标分析设定的好坏。虽然本文量表中的变量指标借鉴的均是已被验证有效的测量指标，但为了进一步保证问卷的可靠且有效，笔者运用软件SPSS19.0对测量指标变量进行了信效度分析。信度分析是在排除系统误差的前提下对问卷内部一致性的检验，评判的主要标准为Cronbach’s α（克朗巴哈）信度系数。效度分析主要是指在同一场所内测量到的结果与所想要审查信息的吻合程度，评判标准体现为内部结构的收敛度。本文量表的信效度检验结果分别见表3、表4所示。
	表3  量表信度分析的 Cronbach’s α系数

	变量名称
	Cronbach's Alpha
	基于标准化项的 Cronbach’s Alpha
	项数

	外部综合状况
	.876
	.891
	2

	企业自身状况
	.829
	.839
	6

	企业技术感知状况
	.831
	.852
	4

	对最终结果信息的了解程度
	.848
	.863
	4


	表4   量表的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

	取样足够度的 Kaiser-Meyer-Olkin 度量。
	.795

	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305.133

	
	df
	120

	
	Sig.
	.000


根据表3能得知四大维度（变量）的克朗吧哈系数都高于标准值0.7，并且均处于0.82以上，这表明问卷内部结构的一致性良好，设定的变量指标可靠度较高。另一方面使用因子分析法来检验问卷与待解决问题的吻合度，从表4可知，四大维度（变量）的综合KMO检验值高于标准值0.5，且在0.7以上，Barlett的球形检验的统计值显著性概率小于0.001，均证明收敛效度较好，符合做Logistic回归分析的要求。

3.4二元Logistic回归检验

检验问卷质量符合标准后，笔者应用SPSS22.0对四大维度指标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为得到有意义且准确的分析结果，需要先检验模型的显著度和拟合度。

通过对指标系数的全面验证可得知，模型系数中卡方检验的结果为69.648，Sig.表示显著性概率为0.001，小于0.05且自由度为16，证明本文的模型变量显著性较高。见表5：

	表5 模型系数的综合检验

	
	卡方
	df
	Sig.

	步骤 1
	步骤
	69.648
	16
	.001

	
	块
	69.648
	16
	.001

	
	模型
	69.648
	16
	.001


从拟合优度来看，对数似然值为41.7α（α迭送在20次终止），Cox＆Snell R方为0.795，Nagelkerke R方为0.877，可知回归模型的整体拟合优度不错；Hosmer和 Lemeshow 检验显著性概率为0.371，大于0.05且大于0.1，证明本文的模型变量的整体拟合值和观测值的吻合度较高、差别小。具体见表6、表7所示。

	表6 模型汇总

	步骤
	-2 对数似然值
	Cox & Snell R 方
	Nagelkerke R 方

	1
	41.70α
	.795
	0.877

	注：因为检测到完美拟合，所以估计在迭代次数 20 处终止


	表7  模型的Hosmer 和 Lemeshow 检验 

	步骤
	卡方
	df
	Sig.

	1
	36.911
	8
	0.371


4  研究结果分析 

根据方程变量表8，笔者通过对比真实结论和预测结论，对拟合优度欠佳的个别因变量和假设作出分析，最终构建判别企业是否创新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的拟合方程。


	表8  方程中的变量

	变量
	B
	S.E,
	Wals
	Sig.
	Exp (B)

	X1
	.314*
	.386
	.664
	.017
	1.369

	X2
	-.471**
	.345
	1.076
	.000
	.529

	X3
	.215**
	.323
	.444
	.001
	1.240

	X4
	.120**
	.357
	.113
	.002
	1.128

	X5
	-.041*
	.018
	3.197
	.018
	.968

	X6
	.939**
	.522
	3.376
	.001
	2.609

	X7
	.944*
	.630
	2.247
	.011
	2.766

	X8
	.437**
	.416
	1.105
	.001
	1.543

	X9
	.278
	.525
	.279
	.069
	1.320

	X10
	.418**
	.195
	4.610
	.001
	1.519

	X11
	1.496**
	.670
	4.981
	.003
	4.398

	X12
	.584**
	.464
	1.346
	.001
	3.584

	X13
	.579
	.345
	2.824
	.022
	3.785

	X14
	-.370**
	.225
	2.718
	.001
	.691

	X15
	.083
	.215
	.149
	.020
	1.087

	X16
	.321
	.405
	.630
	.016
	1.379

	常量[image: image32.wmf]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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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1
	2.420
	9.303
	.002
	.453

	注：*表示在0.05水平上显著相关，**表示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


4.1官产学研动态主体对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分析

政府、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作为动态理性的独立个体，在考虑是否创新产业关键共性技术时都要基于国家的宏观利益或产业或企业的微观利润，因此为了具体检验官产学研动态主体之间的耦合博弈影响机理，着重分析了模型中因变量官产学研创新模式现行效果和产业集群对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的作用。变量官产学研联盟平台的运行效果与企业进行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创新在5%水平上显著相关且进行变量X1的pro值为1.369，表明官产学研平台受益范围越广，企业创新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的概率越大。政府的政策支持和适当的引导往往对产业技术创新起到推动作用，而产业的创新进步又促进了国家的综合国力，因此官产学研之间的动态协调运行至关重要。相反，根据X2Exp（B）优势比可估算出，每扩大一单位的产业集群规模，便会有47%左右的主体退出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的平台，即主体优选决策大多偏向“坐收渔利”；产业集群与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创新之间存在Sig.值为0.001的显著负相关，这恰恰符合了上文提出的Nash均衡结论。目前，产业共性技术的市场需求量很大，但是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的供给却迟迟跟不上步伐。笔者认为，在产业集群中，企业的同质化发展将使得各个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相差不大，那么产业集群将导致企业间产业共性技术创新“你推我让”的市场失灵现象[19]。由此，假设H1和H2得到了充分地证明。

4.2 企业自身状况对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分析

具有较高行业地位并且企业发展战略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的企业参与创新产业关键共性技术项目的意愿相对较大。根据X5和X7的相应变量OR值表明，拥有高级技术人员或设有国家或省级技术研发实验室的企业可能创新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的机率为缺乏技术人才或没有研发实验室企业的2.3倍。但是，企业营运资产负债率的偏回归系数值为-0.041，与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的决策呈负相关。笔者在提出假设时认为，资产负债率高的企业普遍追求高风险、高收益，因此这些企业大多愿意参与到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的研发中，但回归结果却与预期相反。根据本文中Nash博弈决策分析，这可能是因为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的外延性和共享性使得大多数企业认为参与该项技术创新的长期风险和短期收益不对称，导致资产负债率高的企业更愿意去考虑主流的投资项目（如：房地产、股票、期权期货市场），进而出现了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的市场失灵现象。总体来说，企业决策是否创新产业关键共性技术与其自身发展状况和运营状况均具有显著影响，因此H3假设成立。

4.3企业R&D感知状况对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分析

    在中国产业趋于新常态的局势下，74.6%的企业认为阻碍其R&D发展的主要因素就是遭遇了技术瓶颈，依赖进口技术的战略已行不通，但转型自主研发创新的企业其主导产品又缺乏自主知识产权，这便导致了企业发展的恶性循环。回归结果显示，企业技术R&D感知状况与开展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的决策之间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除自变量X9在10%水平上相关为预测值之外，其余变量均在5%水平上显著相关。此外，数据表明，在自主提高技术R&D敏感度后，采取技术创新策略的企业数目为之前的3.7倍左右，根据上述分析，假设H4成立。
4.4企业对最终信息的认知与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分析

问卷调查中显示，若开展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创新项目，有70%以上的主体选择官产学研联合模式；企业普遍认为政府的政策支持和科研机构的技术供给对整体产业技术创新十分重要。回归结果显示，在官产学研联合为最佳组织模式时，以政府科技部门或高校科研机构为研发主体时，龙头骨干企业会倾向于降低参与开展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的意愿，Exp (B)为负值；然而，随着牵头主体向企业主导方向转移，企业开展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的概率随之提高。此外，相对于更加倾向引进购买关键技术的企业来说，愿意尝试自主研发的企业的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共享平台越小（外延性越低）、期望占有度越高，那么该企业便更偏向于创新产业关键共性技术[20]59-61。自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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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该方程可以预测企业是否参与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的决策，如果预测值大于0.5，则说明企业的决策是可能会参与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的创新。
5  结论和建议

产业关键共性技术也可称为“公共池塘资源”（CRPs），是一种具有非排他性的供产业链中多企业共同使用的资源系统并分享一定的资源收益。在以创新产业关键共性技术为核心的资源系统内，企业是最重要的参与者，而企业内在的技术需求、政府的政策激励、高校的知识支持和研究院的创新思维形成了官产学研“四维联动”的组织模式，而这四者耦合恰恰形成了产业关键共性技术中崭新的创新驱动格局；然而，在创新主体们磨合的过程中，发展趋势与构想背道而驰，他们往往受到各自利益的驱动，交互推诿博弈，以至于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的市场需求经常处于失灵状态。而本文基于这一视角，对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进行了深入研究，证实了官产学研不同主体的相关机理对企业创新决策的影响有很大差距。在决策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的过程中，企业作为理性经济人，一方面与自身行业地位、运营资产、自主研发专利保护、技术R&D状况感知等机理显著相关，另一方面受到官产学研协同机理和产业集群等外部行动环境的影响、政府伸向市场过大的“手”和集群后不协调的博弈僵局是造成当前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创新市场失灵的主要原因；此外，企业在行动前对进行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的最终实际结果信息的了解程度也是影响机理之一[20]62-63。  

鉴此，笔者提出下述政策建议：（1）以沈阳机床联合神州数码、工信部电子工业标准化研究院、西安交通大学等单位共同发起的“中国制造2025智能工业创新联盟”作为中国产业协同发展的新契机，各领域的龙头和骨干都应根据自身实力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充分利用其独有的号召力和示范效应来“煽动”整个产业的创新，进而使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的创新进程发生蝶变效应；另一方面，应整体考虑产业链上下游联动，努力形成技术创新的集群效应，并建立更加有效的沟通联系机制，整合行业创新资源，将不同性质、不同规模的企业强强联合，提高技术创新的针对性和时效性，降低投资成本的风险性，做到扶持互助、优胜略汰，将阻碍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的“绊脚石”剔除出去，以实现中国整体产业利益最大化为最终战略目标。（2）构建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创新以“外生转内生”为主的驱动发展方针，明确并革新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的供给体系，实现“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科研辅助”的官产学研联盟共赢的最佳格局[21]。但值得注意的是，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的实施过程并非单一地增加资费或招揽人才等要素，健全激励创新、考评绩效及管控风险的机制也是很有必要的。此外，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创新即是毁灭的过程[22]。那么在我国产业转型期间，除了要强调“推拉双动”和谐的联盟格局，还应加强市场竞争机制，利用自主创新的先进技术“快、准、稳”地淘汰陈旧技术，以便为在短期内遭受损失的企业或某一领域产业谋求更有价值的长远利益，从而形成各企业间竞相创新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并交流共享的良性循环理想状态[23]。（3）利用信息化社会的互联网络强化官产学研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创新平台一体化建设[24]，例如：打造产业关键共性技术专利池、技术创新基地等，以便提高研发协作效率和创新绩效[25]。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的创新是针对全社会而言的创新，其内生的创新要素在产业群中外溢后，不仅可以快速地被市场识别纳入或排除，还可以后续更加便利直接地向使用者们推广，它大大避免了政府主导技术创新方向的预判失误，同时也达到了经济和规模的边际效应递增优势。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本文初步构建的决策博弈模型主要出于理想化的考虑；再如在样本的选取上，尽管尽量做到了企业性质、规模等方面的广泛化，但在地域分布上只局限于京津冀的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的经济发展的差异可能会影响决策博弈模型中变量机理的普适性，望不足之处有待学者们的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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